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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口的水位变化是径潮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近 30年来, 强人类活动对河口环境的影响

已远超环境自我修复能力, 导致水位发生异变。为研究这种变化, 本文选取人类活动影响剧烈的珠江

磨刀门河口作为研究区域, 采用 Copula 方法定量分析在同一上下边界(上游流量和口外海平面)下由

强人类活动引起的水位异变。结果表明: 1) 强人类活动后, 河道地形下切显著, 外海海平面对沿程各

站水位的线性影响增强, 上游马口流量对水位的线性影响减弱。2) 强人类活动后甘竹至灯笼山站同

概率水位事件明显降低; 三灶海平面呈上升趋势; 马口流量分布特性变化不明显。3) 水位与海平面、

流量的联合依赖关系发生明显改变, 低水位与海平面关系的敏感度增加, 而高水位与海平面关系的

敏感度下降。低水位与流量关系的敏感度基本不变, 而高水位与珠江流量关系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4)强人类活动后各站水位变化幅度变窄, 在相同概率海平面及流量驱动下, 强人类活动后各站水位

均有明显下降, 水位与海平面、流量遭遇概率为 0.1—0.9时, 其月均水位下降幅度达 0.01—1.24m。

低海平面和低流量联合驱动下各站水位的下降幅度明显小于高海平面和高流量联合驱动下月均水位

的变幅, 而且上游站位的水位下降幅度明显大于下游站位。本研究成果可为强人类活动的影响辨识

及珠三角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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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是陆海相互作用的过渡区域 , 其水位变化

一方面是径潮动力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 , 既受自下

而上的河口潮波、海平面上升等海洋动力的影响, 也

受自上而下的上游径流作用(Cai et al, 2016, 2019a); 

另一方面强人类活动引起的地形边界改变 , 直接或

间接导致河口三角洲水位、潮差、盐度等动力结构的

变化, 引起河口沉积作用过程、化学及生态过程的调

整改变, 进而对河口水资源规划、防洪、排涝等河口

治理策略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极

大的珠江河口地区 , 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

规模的迅速扩张 , 人类活动对河口环境的影响已远

超环境自我修复能力, 导致河口环境急剧恶化。研究

表明, 近几十年来珠江三角洲河道大规模无序挖砂、

口门围垦、航道整治及上游水库建设等强人类活动导

致河口三角洲的地形边界、水文环境已经发生明显异

变, 如口门水道缩窄延长、河道下切、过水断面面积

增大, 珠江来沙量显著减少, 三角洲内马口分流分沙

比减少、三水分流分沙比增加等( 燊陈子 等, 2015; 倪

培桐等, 2016; Wu et al, 2016; 陆永军等, 2019; Liu et 

al, 2019), 相同珠江流量条件下三角洲中上段的水位

明显下降 , 水位出现由缓慢上升转为急剧下降的异

变等(蒋陈娟等, 2012); 而水位异变导致洪季河网区



5期 唐启邦等: 珠江磨刀门河口水位与海平面、上游流量的联合分布关系异变研究 1081 

 

水位坡降变缓, 泄洪排涝效率降低, 枯季潮汐动力明

显增强, 河口盐水入侵加剧(黄洪城等, 2014; Cai et al, 

2019b)。珠江三角洲水文的自然演变规律在强人类活

动干预下甚至出现自然过程难以达到的异变 , 而河

口水文过程及其规律是水资源管理利用的重要依据, 

因此研究陆海相互作用下强人类活动对河口三角洲

区水位变化的影响 , 既是河口动力过程研究的热点

问题 , 也对探讨人类活动驱动下河口区域洪潮水位

预报、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河口治理等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为今后磨刀门河口的综合整治规划、有序

开发航运资源、防洪排涝和调水压咸等迫切社会经济

需求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近 20 年来, 众多研究者采用小波变换、理论解

等不同的方法辨识河口地区不同时间尺度的水位变

化及机制, 比如潮周期变化、水位的长期变化趋势、

极端低水位及设计水位的变化等(欧素英等 , 2004a; 

欧素英等, 2004b; 蒋陈娟等, 2012; 燊陈子 等, 2013, 

蔡华阳等, 2018; 杨昊等, 2019; Yang et al, 2019a)。但

如何从多因素共同影响下的水位变化中辨识出强人

类活动的作用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近年来广泛应用

于水文要素研究中的 Copula 联合概率分布方法, 在

研究多边界联合约束下的水文要素分布上具有明显

的优势 (陈子燊等 , 2015, 2018; 陈玲舫等 , 2017; 

Bacopoulos, 2017; Liu et al, 2018)。本文尝试从概率统

计分布角度, 采用 Copula 联合概率分布方法, 选取

受强人类活动影响显著的珠江磨刀门河口为研究区

域, 以珠江流量为上游边界, 下边界不考虑潮汐的短

周期变化 , 以河口月均海平面为月均态下海洋动力

的综合驱动因子 , 拟研究磨刀门月均水位与上下边

界条件即三灶海平面(即平均海平面水位)和马口流量

之间的联合依赖关系 , 比较研究上游流量和外海海

平面共同约束下强人类活动前后的水位概率分布特

征及极端水位风险的变化过程 , 对比研究其联合依

赖关系异变 , 进而定量计算强人类活动对水位变化

的影响程度。 

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为珠江磨刀门河口 , 包括西江干

流水道-磨刀门水道(如图 1所示)。西北江水沙经思贤

滘口分水分沙后, 约 78%—84%的径流量通过西江干

流水道进入西北江三角洲。磨刀门作为珠江八大口门

中入海径流量和输沙量最大的河口, 约 36%的珠江

径流量通过磨刀门进入南海 , 是珠江最重要的泄洪

通道。磨刀门河口潮差较小, 口门三灶站多年平均潮

差小于 1m。因此, 磨刀门河口径流动力强而潮汐动

力弱, 是典型的河优型河口。基于上游马口水文控制

站 1965—2016 年的月均流量统计资料, 可得洪季(4

—9 月 )历史最大流量为 29000m3/s,  平均流量为

10810m3/s; 枯季(10 月—次年 3 月)历史最大流量为

14500m3/s, 平均流量为 3428m3/s; 年均历史最大流

量为 9978m3/s, 平均流量为 7119m3/s。口门三灶站

1965—2016 年的月均海平面数据显示, 其洪季历史

最大海平面为 0.90m, 平均海平面为 0.63m; 枯季历

史最大海平面为 0.87m, 平均海平面为 0.56m; 年平

均历史最大海平面为 0.70m, 平均海平面为 0.59m。 

 

图 1  研究区域图 
Fig.1  Map of the study area 

 

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磨刀门河口先后经历了

联围筑闸、滩涂围垦、航道整治规划以及大规模的河

道无序采砂等强人类活动。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磨

刀门完成口门整治后 , 口门人为向海快速延伸约

16km, 使得原本具有泄洪纳潮功能的宽阔内海湾消

失, 河口环境转变为受人工导堤控制的河道, 口门迅

速向海延伸, 延伸速度超越自然过程变化, 口门边界

条件发生明显异变。西江上游流域方面, 建有大藤峡

等骨干水源工程 , 以西江龙滩及大藤峡等水库为骨

干构建水资源调配体系 , 直接改变磨刀门河口的来

水来沙条件(张旭等, 2013)。而对磨刀门河口地形影

响最为明显的是大规模、无序的河道采砂。根据调查

分析(韩龙喜等, 2005), 1991—1994 年(采砂高峰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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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从珠海大桥至竹银近口段仅 24.4km 的范围内, 

共挖河沙 2.4×107m3, 平均年挖砂量 8×106m3; 1994—

2000 年 6 年内共挖砂 1.92×107m3, 平均年挖砂量

3.2×106m3; 1997年因在洪湾水道中段建“洪湾北保税

区”, 需挖砂吹填 , 从横州水道北口左侧河床采砂 , 

采砂量约为 1×107m3。大规模挖砂以及航道整治引起

磨刀门河口上游河段河床大幅度下切 , 河床深泓平

均下切 0.59—2.25m, 河床冲淤演变趋势由原来淤积

为主转变为显著冲刷(贾良文等, 2002)。自禁沙令颁

布后, 2000年后河道采砂才逐渐减少。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及处理 

本文以 1965—2016 年的马口月均流量作为上游

河流边界, 不考虑外海潮汐的短周期变化影响, 以三

灶站的月均海平面为外海动力边界 , 分别采用灯笼

山、竹银、江门、甘竹站的月均水位序列进行联合依

赖关系研究, 站位位置如图 1 所示。根据人类活动历

程(罗宪林等, 2002; 刘锋等, 2011; 袁菲等, 2018), 自

1960 年以来, 磨刀门河道整体上横断面平均河宽缩窄, 

水深增加, 宽深比减小, 主槽断面面积增加;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磨刀门开始大规模围垦整治, 直至 20 世

纪 90 滘年代中期才基本结束。西北江水沙经思贤 马口

三水多年分流、分沙比大幅度变化发生在 1993年, 其

中洪季同多年变化一样, 也发生在 1993 年, 枯季比多

年变化提早 4年, 发生在 1989年(胡德礼等, 2009)。基

于此, 本文将 1965—1985年划分为强人类活动前自然

演变阶段, 2000—2016 年作为强人类活动剧烈影响后

阶段, 1985—2000 年为相应的过渡阶段, 比较研究在

马口流量和三灶海平面影响下磨刀门河口沿程各站水

位对强人类活动的响应过程及演变规律。 

2.2  Copula方法 

自然系统中水文事件大部分都是多因素共同影

响作用的结果。Sklar(1959)提出 Copula理论, 是研究

多变量相关性及关联性的重要数学工具 , 能够有效

建立多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且其边缘分布灵活, 

形式不受边缘分布限制。目前 Copula 方法已被广泛

应用于洪水、暴雨、干旱等多变量水文事件的联合概

率分布研究( 燊陈子 等, 2013; Yang et al, 2019b)。 

根据 Sklar 定理 , 若 F 是一个 p 维随机变量

X=(X1,    , XP)的累积分布函数, 其边缘分布是连续函

数 Fi(i=1,    , p), 则存在唯一一个Copula函数C, 使得: 

 1 1 1( , , ) =  ( ), ,  ( )p p pF x ... x C F x ...  F x   ,     (1) 

式中, Copula函数 C为一个多元分布函数, 其中每个

变量的边缘概率分布是均匀的 , 可捕捉不同变量之

间的线性和非线性依赖关系。 

基于 Copula 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可计算给定

流量或(和)海平面条件下的水位条件概率, 即同时满

足 X1≤x1, X2≤x2的条件概率或同时满足 X1≤x1, X2≤

x2, X3≤x3三变量的条件概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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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如果 x1 出现超过某个极大值或低于

某个极小值的极端情况时, 则事件 x1 可定义为危险

或处于危险之中(Salvadori et al, 2004)。例如, 当河口

沿程各站水位低于该站 10%水位累积概率所对应的

值时定义为低水位事件, 记为 F(x1)low_WL≤10%, 类

似的, 高水位事件定义为水位高于第 90 分位数所对

应的水位值, 记为 F(x1)high_WL≥90%。高水位及低水

位事件的条件概率可由式(2)或(3)计算。 

由于河口三角洲的月均水位既受到上游流量的

影响, 同时也受到外海海平面变化的作用, 本文通过

Copula 函数来构建水位-海平面-流量的联合依赖关

系模型, 不仅可以描述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的非线性

依赖关系 , 而且能够通过比较强人类活动前后联合

依赖关系的变化 , 从概率统计角度定量研究强人类

活动对磨刀门河口沿程各站水位的影响程度。具体步

骤为: 1) 首先通过相关分析初步研究强人类活动影

响下磨刀门河道沿程各站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的线性

关系是否发生明显变化。2) 确定强人类活动前后磨

刀门河口沿程各站月均水位、马口流量及三灶海平面

的最优概率分布, 即选择四种理论概率分布(即高斯

分布、伽马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威布尔分布)对各

变量数据进行拟合 ,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拟合优度比

选, 确定最优边缘分布, 并初步研究人类活动前后单

变量概率分布的变化。3) 确定强人类活动前后磨刀

门河口沿程各站月平均水位与上游流量、月平均海平

面的最优 Copula 函数, 分析变量间相互依赖关系的

变化。基于赤池信息量准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从四个 Copula函数即Gaussian函数和

阿基米德 Copula家族中 Clayton、Gumbel和 Frank函

数中选择最优 Copula函数来连接各变量, 构建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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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变量的联合分布模型, 比较分析人类活动前后两

个阶段水位与流量、海平面之间联合依赖结构的变化。

4) 根据构建的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的联合依赖模型, 

通过式(2)或(3)计算任意给定流量或(和)海平面条件下

出现某个水位事件(特别是高水位及低水位事件)的条

件概率。通过比较强人类活动前后相同条件概率所对

应的水位事件的改变, 或同样水位事件所对应条件概

率的变化, 定量分析强人类活动对水位的影响程度。 

3  结果分析 

3.1  人类活动前后月均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线性关

系的变化 

强人类活动前(1965—1985 年)和强人类活动后

(2000—2016 年)各站水位与三灶海平面及马口流量

的相关系数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见, 自甘竹至灯笼

山段 , 其月均水位与海平面的线性相关系数随距三

灶站距离的缩小逐渐增大 , 接近外海三灶的灯笼山

站, 其相关系数最大。强人类活动后, 外海海平面对

沿程各站水位的线性影响有所增强, 水位-海平面的

线性相关系数较人类活动前均略有增加, 其中, 竹银

站的增加幅度最大(由 0.76增大到 0.82)。反之, 上游

马口流量对磨刀门沿程各站水位的影响在强人类活

动影响后则有所减弱。其中, 甘竹和江门站水位-流量

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由 0.98、0.98分别减小至 0.97、

0.95, 上游流量影响强度略有减小, 但强人类活动后

磨刀门水道的竹银和灯笼山站的水位-流量相关系数

分别由 0.94、0.74 大幅减少为 0.81、0.56, 即强人类

活动影响下水位与马口流量的线性关系显著减弱。 

表 1  强人类活动前后水位-海平面、水位-流量的线性相

关系数 
Tab.1  Coefficients of water level - sea level and water level – 

river discharge before a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甘竹 江门 竹银 灯笼山 关系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水位-海平面 0.57 0.58 0.60 0.60 0.76 0.82 0.94 0.95

水位-流量 0.98 0.97 0.98 0.95 0.94 0.81 0.74 0.56

注: 前/后分别代表强人类活动前/强人类活动后 

 
3.2  月均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的联合依赖关系模型的

构建 

单变量边缘分布的卡方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各

站月均水位的最优概率分布有所差异, 其中, 竹银站

更倾向于伽马分布, 灯笼山站服从广义极值分布, 而 

 

图 2  各站不同变量边缘分布的卡方统计量 
Fig.2  Chi-square statistics of marginal distributions for different variables at different stations 

注: “前”、“后”分别代表强人类活动前、强人类活动后(图 6—8同); a、b、c、d、e和 f分别代表甘竹站, 江门站, 竹银站, 灯笼山站, 三灶

站和马口站(图 3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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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口流量更符合威布尔分布。采用图 2中各变量的最

优概率分布 , 可得强人类活动前后的累积频率分布

曲线, 如图 3 所示。受强人类活动影响后, 沿程各站

低累积概率(<0.18)所对应的水位有所增大(曲线右移), 

反之, 高累积概率(>0.18)所对应的水位有所减小(曲

线左移)。对于海平面变化来说, 强人类活动影响后的

概率密度分布曲线整体右移 , 表明高水位事件概率

明显增大, 海平面变化有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对马口

流量而言 , 强人类活动前后的概率分布曲线形态比

较一致 , 滘但因思贤 分流比的减小和上游流量峰值

的降低, 平均流量所对应的概率有所增大, 而相同累

积概率条件下所对应的流量有所降低(累积概率曲线

整体左移)。由图 3 可见拟合的边缘分布与观测数据

吻合较好, 能够用于后续依赖关系的异变研究。 

 

图 3  强人类活动前后磨刀门河口沿程各站变量边缘分布累积频率曲线 
Fig.3  Cumulative frequency curves of margin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variables at stations along the Modaomen estuary before a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由 2.2节可知, 根据 AIC准则选择最佳的 Copula

函数, 结果如表 2所示。选取 AIC值最小的 Gaussian

函数作为水位-海平面和水位-流量的最佳拟合 Copula

联合分布函数用于后续依赖关系的异变研究。 

3.3  强人类活动前后水位-海平面和水位-流量的联合

依赖关系变化 

图 4 和图 5 分别给出各站强人类活动前后水位-

海平面和水位-流量的联合累积频率关系曲线, 从中

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强人类活动影响下水位-海平面和

水位-流量依赖关系异变情况。相同海平面影响下, 强

人类活动影响后甘竹、竹银和灯笼山站的低水位-低

海平面联合累积概率曲线明显抬升, 而高水位-高海

平面事件则下降(图 4), 表明低海平面条件下发生低

水位事件的联合累积概率明显提升 , 发生低水位事

件的风险增大, 反之, 高水位事件风险降低; 同流量

条件下, 低水位-低流量变化不明显, 而强人类活动

后甘竹至灯笼山站高水位-高流量的联合累积概率曲

线显著下降(图 5)。这表明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的联

合依赖关系发生明显改变 , 低水位与海平面关系的

敏感度增加, 而高水位与海平面关系的敏感度下降。

低水位与流量关系的敏感度基本不变 , 而高水位与

海流量关系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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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站强人类活动前、后, 水位-海平面和水位-流量对应不同 copula 家族的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值 

Tab.2  The AIC values for different copulas fitted to water-sea level and water level-river discharge before a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at different stations 

强人类活动前的 AIC 强人类活动后的 AIC 
Coupla函数 

(水位-海平面) (水位-流量) (水位-海平面) (水位-流量) 

 甘竹站 

Gaussian 117.47  758.10  84.96  268.28  

Clayton 1096.96  441.00  553.20  119.20  

Frank 33.75  348.22  16.21  72.23  

Gumbel 2515.82  583.50  1366.50  107.93  

 江门站 

Gaussian 143.82  789.77  102.28  234.81  

Clayton 905.81  457.61  330.09  236.18  

Frank 65.08  282.83  59.52  196.84  

Gumbel 2465.86  671.14  1190.77  21.05  

 竹银站 

Gaussian 261.71  522.91  179.54  128.82  

Clayton 259.27  109.41  84.95  620.02  

Frank 8.25  399.65  133.01  84.47  

Gumbel 1515.63  133.92  639.24  714.78  

 灯笼山站 

Gaussian 544.13  230.31  337.99  49.43  

Clayton 388.32  625.50  290.33  1026.14  

Frank 266.46  170.66  265.50  69.80  

Gumbel 10.24  1513.35  99.63  1512.11  

注: 粗体代表拟合最好的 Copula函数 

 

 

图 4  强人类活动前后海平面-水位联合累积频率曲线 
Fig.4  Combined sea-water level recurrence frequency before a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注: a、b、c、d分别代表甘竹站、江门站、竹银站和灯笼山站(图 5—8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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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强人类活动前后流量-水位联合累积频率曲线 
Fig.5  Combined river discharge-water level recurrence frequency before a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由 3.1 节可知, 海平面或流量和水位的线性相关

性较强, 因此, 海平面或流量和水位同时出现的条件

概率会存在一个阈值范围(即图 4、图 5中等值线弯曲

处), 表明低水位条件仅匹配出现一定范围的低海平

面或低流量, 相应地, 磨刀门河口沿程各站高水位出

现时 , 三灶站的海平面或马口站的流量也必定在某

一个范围内变动 , 大于或小于此海平面或流量范围

的值基本不会出现。 

3.4  强人类活动前后月均水位异变的风险评估 

在给定海平面或流量概率事件的条件下 , 基于

构建的联合分布依赖模型可探讨水位事件发生的条

件概率, 特别是极端水位事件发生的概率。采用式(2)

计算极端海平面或流量条件下各站水位的条件概率, 

即 F(x2)low_(SL/D)≤10%和 F(x2)high_(SL/D)≥90%, 同时计

算海平面事件或流量事件影响下水位阈值的累积概

率,即高(F(x1)high_WT≥90%)和低(F(x1)low_WT≤10%)水

位事件, 计算结果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其中较小的数

值意味着发生极端水位事件的风险较低的。图 6和 7

中两条实线(红、蓝)分别代表强人类活动前极端低海

平面事件(对应累积概率小于 10%的海平面阈值)和极

端高海平面事件(对应累积概率大于 90%的海平面阈

值)条件下水位的累积概率, 而两条虚线(红, 蓝)对应

强人类活动后极端海平面事件条件下的水位累积概

率。两种条件分布曲线之间的概率差(即图中阴影区

域)反映水位对海平面或流量变化敏感程度, 阴影区

域面积的大小表明水位对海平面和流量的敏感性大

小因位置(不同站位)和时段(强人类活动前后)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对于各站水位-海平面的依赖性(图 6), 强人类活

动影响后概率差区域面积明显缩小, 表明各站月均水

位对海平面的依赖性有所减弱。对于甘竹站(图 6a)水

位与海平面的遭遇概率, 在高海平面(90%)条件下, 当

累计频率大于 0.18时, 水位曲线左移, 表明水位下降; 

当累计频率小于 0.18 时, 水位曲线右移, 表明水位上

升。而在低海平面(10%)条件下, 同样出现这种情况, 

当累计频率大于 0.5时, 水位曲线左移, 表明水位下降; 

当累计频率小于 0.5 时, 水位曲线右移, 表明水位上

升。三角洲中段的江门站(图 6b), 在同一海平面条件

下, 强人类活动后水位曲线整体左移, 表明水位整体

下降。三角洲中下段的竹银站(图 6c), 强人类活动后在

高海平面(90%)条件下, 当累计频率大于 0.18时, 水位

曲线左移, 同概率下水位下降; 当累计频率小于 0.18

时 ,  水位曲线右移 ,  表明水位上升。而在低海平面

(10%)条件下, 同样出现这种情况, 当累计频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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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强人类活动前后海平面极端情况下的水位条件分布 
Fig.6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level under extreme cases of sea level before a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注: 蓝色区域表示概率差, 其面积大小表明流量与水位的敏感度, 浅蓝色是强人类活动前, 深蓝色是强人类活动后  

 
0.6 时, 水位曲线左移, 表明水位下降; 当累计频率小

于 0.6时, 水位曲线右移, 表明水位上升。三角洲下段

的灯笼山站(图 6d), 在同一海平面条件下, 强人类活

动后水位曲线整体左移, 表明水位整体下降。由此可

见, 强人类活动影响后, 各站水位变化幅度变窄。其中

甘竹站和竹银站在同一海平面概率下, 较高的累计频

率对应的水位下降, 较低的累计频率对应的水位上升; 

江门站和灯笼山站则整体水位下降。 

类似的, 图 7 显示强人类活动对磨刀门河口沿程

各站水位-流量联合依赖关系影响。与水位-海平面联

合依赖关系相同, 强人类活动影响后各站的概率差区

域面积明显缩小, 表明各站月均水位对流量的依赖性

均有所减弱。对于水位与流量的遭遇概率, 甘竹站(图

7a)在高流量(90%)条件下, 当累计频率大于 0.18 时, 

水位曲线左移, 同条件概率下水位下降; 当累计频率

小于 0.18 时, 水位曲线右移, 水位上升。而在低流量

(10%)条件下, 水位曲线整体右移, 表明水位上升。三

角洲中段的江门站(图 7b), 在同一海平面条件下, 强

人类活动后水位曲线整体左移, 表明水位整体下降。

三角洲中下段的竹银站(图 7c), 在高流量(90%)条件

下, 当累计频率大于 0.2时, 水位曲线左移, 表明水位

下降; 当累计频率小于 0.2时, 水位曲线右移, 表明水

位上升。而在低流量(10%)条件下, 水位曲线整体右移, 

表明水位整体抬升。三角洲下段的灯笼山站(图 7d), 

在高流量(90%)条件下, 强人类活动后水位曲线整体

左移, 表明水位整体下降; 在低流量(10%)条件下, 水

位曲线整体右移, 表明水位整体抬升。可以看出, 各

站在高流量 (90%)条件下 , 水位基本上呈下降趋势 , 

但甘竹站和竹银站在低累计频率下对应的水位上升; 

而低流量(10%)条件下, 甘竹, 竹银和灯笼山站整体

水位上升, 但江门站整体水位呈下降趋势。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海平面或流量对水位的影

响, 然而不同的极端水位事件可能是单因素影响, 也

可能是海平面与流量共同作用引起的(如复合极低海

平面和低流量事件), 即三角洲水位同时受海平面和

流量的共同影响, 图 8即为磨刀门河口四个站点的月

均水位、海平面和流量耦合条件下, 采用式(3)所计算

的各站发生极端水位事件的条件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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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强人类活动前后流量极端情况下的水位条件分布 
Fig.7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level under extreme cases of river discharge before a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图 8  海平面和流量极端情况下的水位条件分布 
Fig.8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level under extreme cases of sea level and river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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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 可见, 在上、下边界的共同影响下, 三角

洲大规模强人类活动之后 , 各站概率差区域面积均

有所减小 , 表明各站水位对流量及海平面的敏感性

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各站在高海平面和流量(90%)

条件下, 水位基本上呈下降趋势, 但甘竹站和竹银站

在低累积频率下(<18%)对应的水位上升 ; 而低海平

面和流量(10%)条件下, 甘竹站和竹银站整体水位上

升, 但江门站和灯笼山站整体水位呈下降趋势。结合

前文, 可以看出图 6 中竹银、灯笼山站的图形与图 8

中两站相对应的图形相似 , 说明下游站位水位与海

平面的依赖关系更加密切。而图 7中甘竹、江门站的

图形与图 8中两站相对应的图形相似, 说明上游站位

流量与水位的依赖关系更加密切。 

给定遭遇概率下 , 当水位不断增大到一定值时

海平面或流量将达到一个极小值 , 这个水位值定义

为有效最大水位(刘曾美等, 2013)。为定量计算强人

类活动的影响, 规定累计频率趋近于 1时的水位为有

效最大水位。计算给定不同海平面和流量遭遇概率下

的有效最大水位, 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见, 对

于相同的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的遭遇概率, 强人类活

动后其所对应的水位值较人类活动前有明显下降 , 

特别是在高海平面和高流量概率事件驱动下 , 磨刀

门河口沿程水位下降越为显著。如给定水位与海平

面、流量的遭遇概率为 0.9 时, 甘竹站降幅最大, 下

降了 1.24m; 江门站次之, 下降幅度为 0.63m; 竹银

站和灯笼山站分别下降了 0.25m、0.09m。当给定水

位与海平面、流量的遭遇概率为 0.5 时, 甘竹站和江

门站的水位降幅分别为 0.88m 和 0.65m, 竹银站和灯

笼山站降幅偏小, 分别下降了 0.07m 和 0.06m; 而当

水位与海平面、流量的遭遇概率为 0.1 时, 甘竹站和

江门站月平均水位分别下降了 0.21m 和 0.26m, 竹银

站略为上升 0.05m, 灯笼山站下降 0.01m。从遭遇概

率的角度看 , 低海平面和低流量条件下各站月平均

水位的下降幅度明显小于高海平面和高流量条件下

月平均水位的变幅。从空间上看, 上游站位月平均水

位的下降幅度要明显大于下游站位。 

从河口动力的角度来看 , 河口水位受径潮相互

作用影响 , 同时也受强人类活动引起的地形边界改

变影响。河口不同区段水位的主控因素有明显的洪枯

季变化, 上游段枯季水位受径流和海平面共同控制, 

洪季受径流控制;下游段枯季水位受海平面控制, 而

洪季水位主要受径流和海平面共同控制(蔡华阳等 , 

2018)。多年大规模的挖掘河床泥沙, 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河道河床演变的自然冲淤特性 , 即磨刀门河道

河床由总体缓慢淤积转变为大幅度冲刷。大规模采砂

引起磨刀门河床河道大幅度下切和过水面积增大 , 

必将引起水位发生明显变化。由表 3可知, 近几十年

来磨刀门河口的水位普遍下降 , 表明挖砂已经使得

水位变化由过去自然演变的缓慢上升转变为水位下

降, 这是性质不同、方向不同的变化, 且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不可恢复。因此, 未来河口三角洲水资源规划

调用和河口治理都必须在新水位格局的基础上进行, 

比如基于人类活动后阶段的 Copula 联合概率分布, 

为引水口、排污口的位置, 防洪工程及堤防的极端水

位设计、航道开发、防洪排涝等等提供新的设计水位

参数。同时, 在不同强度的上下游边界驱动下, 强人 

表 3  给定海平面和流量遭遇概率下水位变化范围 
Tab.3  Variation in water level under given sea level and discharge encounter probability 

潮位站 遭遇概率 P 强人类活动前水位(m) 强人类活动后水位(m) 差值(m) 

 0.1  1.03  0.81  0.21  

甘竹站 0.5  2.15  1.27  0.88  

 0.9  3.49  2.25  1.24  

 0.1  0.96  0.70  0.26  

江门站 0.5  1.73  1.08  0.65  

 0.9  2.49  1.85  0.63  

 0.1  0.62  0.67  0.05  

竹银站 0.5  0.95  0.87  0.07  

 0.9  1.32  1.07  0.25  

 0.1  0.54  0.53  0.01  

灯笼山站 0.5  0.74  0.68  0.06  

 0.9  0.91  0.8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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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影响下河口三角洲系统内部不同概率水位变

化的定量研究结果 , 可为未来河口三角洲高效开发

利用和治理比如综合整治规划、防洪排涝和调水压咸

策略等用提供重要的基础参数。 

4  结论 

本文选取受强人类活动(如大规模采砂及围垦等)

影响显著的珠江磨刀门河口为主要研究区域 , 根据

人类活动历程将数据资料分成两个时段 , 即强人类

活动前(1965—1985 年)和强人类活动后(2000—2016

年), 在以马口站流量、三灶站海平面分别作为上游河

流边界、外海边界的双边界驱动下, 分别对灯笼山、

竹银、江门、甘竹站的水位序列在月均尺度上采用

Copula方法研究水位与口外海平面、上游流量之间的

联合分布依赖关系 , 深入分析强人类活动对其联合

分布依赖关系的影响 , 指出强人类活动后磨刀门河

口沿程水位与口外海平面、上游流量之间的依赖关系

减弱, 主要结论如下:  

1) 强人类活动后 , 河道地形下切显著 , 外海海

平面对甘竹、竹银、灯笼山站月均水位的线性影响有

所增强 , 而上游马口流量对甘竹等站月平均水位的

线性影响减弱, 竹银站和灯笼山站的水位-流量线性

相关系数由强人类活动前的 0.94、0.74 分别减少为

0.81、0.56。 

2) 强人类活动前后月均水位、海平面和流量的概

率分布特征变化明显。强人类活动后甘竹至灯笼山站

水位概率密度曲线明显左移, 同概率的水位事件较强

人类活动前明显降低, 同时高累级频率(＞0.18)对应

的水位下降, 低累级频率(＜0.18)对应的水位上升; 三

灶海平面概率密度曲线于强人类活动后右移, 同概率

海平面呈上升趋势; 强人类活动前后流量的威布尔分

布变化较小, 流量分布基本不受强人类活动影响, 但

累计频率曲线整体左移, 表明流量整体下降。 

3) 强人类活动后各站水位变化幅度变窄, 水位

与海平面、流量的联合依赖关系发生明显改变, 低水

位与海平面关系的敏感度增加 , 而高水位与海平面

关系的敏感度下降。低水位与流量关系的敏感度基本

不变, 而高水位与海流量关系的敏感度明显下降。在

相同海平面影响下 , 强人类活动后发生低水位事件

的风险增大, 反之, 高水位事件风险降低; 而在相同

流量影响下 , 强人类活动影响后低水位事件的风险

基本不变, 而高水位事件的风险显著下降 S。 

4) 基于三变量联合概率分布分析, 与二元情况

比较下发现下游站位水位与海平面的依赖关系更加

密切, 而上游站位与流量的依赖关系更加密切。对于

不同的水位与海平面、流量遭遇概率, 强人类活动后

各站有效最大水位均有明显下降, 且遭遇概率越大, 

相应的水位下降幅度越高, 遭遇概率为 0.9 时, 甘竹

站月均有效最大水位下降幅度达到 1.24m, 且上游站

位的降幅大于下游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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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UPT VARIATION OF JOINT DISTIBUTION OF WATER LEVEL, SEA LEVEL, AND 
RIVER DISCHARGE IN THE MODAOMEN ESTUARY OF THE ZHUJIANG (PEARL) 

RIVER 

TANG Qi-Bang1,  OU Su-Ying2, 3, 4,  CAI Hua-Yang2, 3, 4,  YANG Qing-Shu2, 3, 4 
(1. School of Marine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Institute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Research, School 

of Marin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tate and Local Joint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Estuarine Hydraulic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4. Guangdong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Coasts, Islands and Reefs,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 of water level in an estuary is resulted from dynamic interaction of the runoff and tide. However,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influence of strong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stuary environment has far exceeded the self-healing 

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resulting in the abnormal change of water level. To study such changes, the Modaomen estuary 

of the Zhujiang (Pearl) River was selected as a typical area of study. The Modaomen estuary was dramatically affected by 

the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The Copula method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variation of water level 

caused by strong human activities at the same upper and lower boundary (the river discharge at Makou hydrological station 

and sea level outside the estua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river-bed was substantially 

deepened. The impact of sea level on the monthly averaged water level observed at each station was considerably enhanced, 

while the impact of river discharge observed at Makou station on the monthly averaged water level at other stations was 

weakened. The water level that obtained at Ganzhu and Denglongshan stations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showed 

a lower water level under the same probability event. The sea level of Sanzao stati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The change of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river discharge observed at Makou station 

displayed no apparent change after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The joint dependencies of water level, sea level, and 

river discharge presented an obvious chang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w water level and sea level 

increased, whil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water level and sea level decrease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w water level and river discharge remained unchanged, whil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water level and river discharge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the water level distribution in each station was narrowed. At a same given probability of sea level and river 

discharge, the water levels show an ever-decreasing trend in each station. When the encounter probability of water 

level-sea level and water level-river discharge ranging 0.1-0.9, the monthly averaged water levels decreased by 0.01-1.24m. 

The vari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sea level and low discharg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for high sea level 

and high discharge. In addition, the monthly averaged water levels observed at upstream stations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ose of downstream stations.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ic regions. 

Key words    water level;  human activities;  river discharge;  sea level;  Copula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